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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乎？附庸乎？ 

——《典論‧論文》的時代意義探究 

陳慶元 

（收稿日期〆108年 7月 30日々接受刊登日期〆108年 10月 15日） 

提要 

曹丕《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一度被賦予了「文學自覺」的標記。然而

在後起的研究中，也有學者認為不過是受儒學束縛的政治附庸而已。在學界兩極化的評價

中，本文詴圖以時代觀點切入探討，認為曹丕寫作此文的動機乃欲解決鄴下文人相輕的問

題，藉此建立自己的文化名聲及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並結合漢末人物識鑒風氣與先秦以

降對「氣」的觀念，將文中所言天賦論與文氣說之成因與意涵逐一耙梳。此外還探討漢末

時「文章」一詞的普遍觀念，理解曹丕所言文章乃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意。冀望從時代意

義的探究中，能重新認識《典論〄論文》的精神內涵，進而給予客觀的歷史評價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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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曹丕《典論〄論文》（以下簡稱〈論文〉）可說是第一篇專論文字。

而自日人鈴木虎雄言「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論文〉是「以文學為經綸國事

之根基」1後，「文學自覺」與其濫觴似乎尌落在了〈論文〉頭上。其中魯迅之言似乎有著

領頭羊的作用〆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

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2
 

 

其後如劉大杰、鄭振鐸也有類似的說法。3而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在其著《美的歷程》

言道「文的自覺（形式）和人的主題（內容）同是魏晉的產物」，兩者結合而形成該時期

藝術形式的準則，是「以曹丕為最早標誌」4的論述提出後，〈論文〉「為文學自覺起點」

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地位似乎於焉確立，成為學界的主流論述。5
 

                                                        
1  日‧鈴木虎雄著，許總譯〆《中國詩論史》（南寧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 37-38。 
2  魯迅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此文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

三種）》（臺北〆里仁書局，1995年），頁 4。 
3  劉大杰言〈論文〉〆「已有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對於純文學的發展，是要給予重大影響的。」見劉

大杰〆《魏晉思想論》，收錄於賀昌群、劉大杰、袁行霈著〆《魏晉思想（甲編三種）》（臺北〆里仁書

局，1995 年），頁 149。鄭振鐸〈中國文學的發展〉言〆「其能就文論文，不混入應用主義，純以文

藝批評家的立點來批評文學作品，評騭當世名家者，當始於建安時代的曹氏。」見鄭振鐸〆《鄭振鐸

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8。 
4  詳見李澤厚〆《美的歷程》（新北〆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 124。 
5  如王運熙、楊明合著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中提到〆「《典論‧論文》等所體現的新現象，反映了儒家傳統的某種鬆弛，是文學自覺性的表現。」

頁 46。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合著〆《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臺北〆洪

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言〈論文〉〆「對文學全面地提出了新的觀念、新的準則、新的尺度，

它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頁 200。羅宗強也認

為〈論文〉中「文氣說的提出，標誌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見羅宗強〆《魏晉南北朝文

學思想史》（北京〆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6。蔡英俊則認為〈論文〉中「『詩賦欲麗』這項觀念

的提出，象徵著文學創作的自覺」，見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中外文學》第 8卷第 12

期（1980年 5月），頁 132。皮元珍則言〆「魏晉時期對文學本體論形而上的思考，是文學自覺的開

端。而率先提出文學本體問題的是曹丕。」見皮元珍〆《玄學與魏晉文學》（長沙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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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認知外，也有人提出質疑或相反的觀點。早期如郭紹虞雖也承認〈論文〉的

文學自覺地位，但認為其中「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以及論文體文氣的說法「不外昔人的

意思」（前者為王充，後者為司馬相如）。6羅根澤稱曹丕乃「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但

其所謂「不朽」是因有「經國」的功能而不在文學本身，而重文是緣於作者之「名」而非

「實」。7近人則有研究建安文學甚力的孫明君認為〈論文〉不但不能做為文學自覺的起點，

甚至是走回政治附庸與經學束縛的老路〆 

 

曹丕的《典論〄論文》不僅沒有打破儒家的傳統觀念，使文學從政治和權勢的附庸

乃至經學的束縛中超越出來，相反，曹丕此文充分地回應總結了原始儒學的「三不

朽」學說和兩漢經學家的詩教觀，他努力要使文章成為經治封建國家的工具，成為

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8
 

 

對於〈論文〉地位的兩派說法，雖各有其合理處，但也都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曹

丕〈論文〉的寫作目的為何〇他究竟有無提升文學地位的主觀意識〇其次，文中有關文體

與文氣的說法，在中國文學批評上的定位為何〇而文章乃「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說法，

究竟是文學地位的提升抑或是封建政治的附庸〇筆者認為，這些討論應回歸到曹丕寫作

〈論文〉時的政治環境與思想潮流，從時代意義看〈論文〉說法的提出，或許能為〈論文〉

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既以時代意義為論述基準，那麼，確立〈論文〉的寫作時間便是首要需完成的工作。

眾所皆知，曹丕的〈論文〉乃《典論》中的一篇，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典論》

五卷，魏文帝撰」9，可知今所見《典論》已佚失大半，較完整者僅收於《三國志》裴松

之注中的〈自敘〉10及《文選》中的〈論文〉11兩篇。清人嚴可均雖於《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中蒐羅各類書與文獻，擇撿斷簡殘編輯為一卷，惟並不完整，且嚴氏在確認

篇章是否為《典論》文字上，根據仍有待斟酌。12從現存資料判斷，《典論》中各篇文字

                                                        
6  詳見郭紹虞〆《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〆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 76。 
7  詳見羅根澤〆《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〆學海出版社，1990年），頁 130。 
8  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北京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152。 
9  唐‧魏徵〆《隋書》（臺北〆鼎文書局，1975年），第 34卷，〈志〉第 29，〈經籍三‧子〉，頁 998。 
10  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臺北〆樂天出版社，1974 年），第 2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

注，頁 89-90。 
11  見梁‧蕭統編〆《文選》，第 52 卷，〈論二〉。本文所引《典論‧論文》，乃據清‧胡克家重刊本《文

選》李善注本（臺北〆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 2270-2272。後文所引不再特別註明頁次。 
12  見清‧嚴可均編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〆中華書局，1995 年），《全三國文》，第 8

卷，頁 109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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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非成於一時，而〈論文〉一篇的寫作時間概有三說，經孫明君在〈「典論〄論文」甄微〉

一文中歸納整理為〆一、黃初初年說。二、太子時期說（即建安 22 年至建安 24 年），這

也是目前最為普遍的判斷。三、建安 16 年（211A.D.）前後，這也是孫明君文中的最後論

點。13「黃初初年說」的證據主要是〈論文〉中提及孔融，曹丕在曹操仍健在時應不敢如

此。還有曹丕在建安 23 年的〈又與吳質書〉僅提及六子而缺孔融，故〈論文〉若作於此

文之前，便應稱六子而非七子。此說的立論較為薄弱，孫文中已詳加駁斥，此處不贅。而

孫氏所提的建安 16 年說，主要是建立在對「太子時期說」的質疑上。孫氏針對〈論文〉

最後「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的可信度抱持懷疑，他認為此句與全文文意不符，

且史料記載曹丕在建安 22 年後對《典論》仍有所訂正增補，此句應是事後補上的，而《藝

文類聚》所收錄的〈論文〉中未見此句，歐陽詢等人摒除此句必有其理。再以此做為前提，

認為〈又與吳質書〉中充滿對鄴下諸子的悼念之意而〈論文〉中未見，不似情感細膩的曹

丕會做的事，故〈論文〉應成於六子（除孔融外）未逝之前。而由七子加入曹氏集團的時

間與人事關係判斷，〈論文〉應作於建安 16 年。14
 

孫氏說法其實亦無堅實根據。首先，「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一語與全文

文意不符實為見仁見智（曹丕只承認徐幹「成一家言」，在〈論文〉中是有特別涵義的，

詳見後文）。也沒有證據證明此句是建安 22 年後才補上的。而關於《藝文類聚》未見此句

之事，事實上《藝文類聚》所錄〈論文〉與《文選》所錄有明顯差異，「融等已逝，唯幹

著論，成一家言」幾句只是其中一隅，有很多現今看來具有重要意涵的句子都未收錄，編

者之意不明。15《文選》既屬早出，應較符合〈論文〉原貌。而《典論》和〈又與吳質書〉

的寫作動機與對象均不同，以〈論文〉中無悼念六子之語便謂其作於六子尚在之時也嫌武

斷。 

在沒有充分反證的前提下，「融等已逝」四字成了足以相信〈論文〉作於建安 22 年七

子全逝後。16而卞蘭〈贊述太子賦〉的上賦表有「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

                                                        
13  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頁 145。 
14  孫氏的論述皆詳見〈「典論‧論文」甄微〉一文，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

頁 145-149。 
15  見唐‧歐陽詢編著〆《藝文類聚》（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6 卷，〈雜文部二‧賦〉，

頁 1017-1018。《藝文類聚》刪改之處約有〆1.「與弟超書曰」以下三句。2.「里語曰」以下四句。

3.七子之字與籍貫。4.徐幹時有齊氣改為「逸氣」。5.「如粲之〈初征〉」以下，提及王粲徐幹之賦作

均刪。6.「常人貴遠賤近」以下五句。7.「此四科不同」以下三句。8.「譬諸音樂」至「未若文章之

無窮」。9.「融等已逝」以下三句。 
16  關於七子的卒年，西晉‧陳壽〆《三國志》均有記載。孔融「（建安）13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言，坐棄市」。見第 12卷，《魏書十二‧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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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泉涌」等句，17又可證《典論》成於曹丕為太子時期而非篡漢稱帝後，而曹丕於建安

22 年 10 月方被冊立為太子。18故筆者認為，〈論文〉寫作時間仍以建安 22 年至 24 年間為

最近事實的推斷。19
 

在確定〈論文〉寫作時間後，本文將由該時期時代環境與思潮演變，探究曹丕寫作〈論

文〉的原因與用意，並探討文中說法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為〈論文〉尋求客觀的價值

與定位。 

二、「文人相輕」問題的提出 

〈論文〉的起首便言〆「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可見「文人相輕」的問題是曹丕最

為注重的，在現存〈論文〉的比例中，曹丕談論此問題以及衍生的理論也最多。20那麼，

為何曹丕如此注重此問題〇這和當時他與鄴下文人的相處模式有何關連〇要討論此點，需

從文人集團的嬗變說起。 

中國古代文人集團的起源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派，郭英德言〆「諸子百家學派

的產生，既是私學興起的必然結果，也是士階層群體自覺的集中表現。」21私學興起的師

承關係可謂文人集團的濫觴。戰國時，齊王集各學派賢士於稷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22。此舉可從

兩方面來看〆表面上，士人的地位及影響力逐漸攀升，使得王侯以廣納賢士來鞏固自己的

                                                                                                                                                           

372。王粲「建安 21年，從征吳。22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其餘五子「瑀以 17年卒。幹、

琳、瑒、楨 22年卒」。分別見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傳第二十一》，頁 599、602。 
17  清‧嚴可均編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第 30卷，頁 1223 上。 
1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載建安 22年冬 10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見第 1卷，《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頁 49。 
19  王夢鷗曾言〈論文〉的寫作動機與丕與植的嗣位之爭有密切關連，由曹丕強調「文人相輕」問題乃

針對曹植〈與楊德祖書〉內容而發，推論寫作時間應於植書之後，且為曹丕欲為太子而未決定時，

故約當建安 22年 5、6月間。見王夢鷗〆〈從典論殘篇看曹丕嗣位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51本 1分（1980年 3月），頁 97-114。王氏論述甚精，可供讀者參證。 
20  如徐公持認為曹丕關於文人相輕問題的論述周備，行文結構完整。而以此問題也附帶對一些具體文

學問題發表了見解。如曹丕「論文體之差異」，並非獨立論題，而是作為文人相輕原因之一來談，是

文人相輕大論題中的一個論證環節。見徐公持〆《魏晉文學史》（北京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頁 62-63及 66。 
21  郭英德〆《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 
22  日‧瀧川龜太郎〆《史記會注考證》（臺北〆宏業書局，1972年），第 74卷，〈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頁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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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位與加強國家的軟實力。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力的介入，即使文士得到了形式上

的尊寵，實質上卻漸漸成為王侯的智囊甚至是附庸，無法再肆意宣揚其學說。歷經秦始皇

的「焚書坑儒」後，文士與君主之間已是「政統統轄道統，讓道統唯政統是用」23。至西

漢梁孝王劉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24的梁園賓客，乃至漢武帝專權下的

文士角色，皆成了班固〈兩都賦序〉中所謂的「言語侍從之臣」25，帝王對文士看似尊重

實為輕蔑，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便言〆「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26秦漢間在官方勢力下的文人集團地位如此，且尌君主著眼點來看，畜養文士仍以計畫策

謀為目的，文學藝術則更等而下之。 

這種情況至漢靈帝起了一些變化。靈帝本身喜好文藝，便召集擅此道者於鴻都門下，

不問德行操孚，均給予優渥之待遇與地位〆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

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

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

出為刺史、太孚，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27
 

 

撇去政事與用人的昏昧不言，靈帝對「鴻都門學」中文藝的注重，對君王所轄的文人

集團而言，不可能沒有影響，這影響當然也擴及曹氏父子與鄴下文人的關係。 

除了君王之下的文人集團，東漢中葉後興起的士人結黨之風也影響了日後文人集團的

                                                        
23  郭英德〆《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頁 26。 
24  漢‧班固〆《漢書》（臺北〆明倫出版社，1972年），第 47卷，〈文三王傳第十七〉，頁 2208。 
25  梁‧蕭統編〆《文選》，第 1卷，頁 2。 
26  漢‧班固〆《漢書》，第 62卷，〈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 2732。 
27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臺北〆樂天出版社，1974年），第 60卷下，〈蔡邕傳第五十下〉，頁 1991-1998。

另第 54卷，〈楊震附楊賜傳第四十四〉亦載〆「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

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儉、梁鵠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

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頁 1780。劉勰於《文心雕龍‧時序》亦言〆「降及靈帝，時好辭

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

遺文，蓋蔑如也。」引自周振甫〆《文心雕龍注釋》（臺北〆里仁書局，1994 年），第 9卷，頁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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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性質。28漢室無力，世風日下，「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

風，於斯行矣」29，本用於選拔人才的查舉方式，演變成名士對人物的品題，進而論議時

政，這種風氣的形成早已為人所知。然而重點在於，漢末以名士如陳蕃、郭泰、許劭、李

膺等人為核心的結黨情況如雨後春筍，各種如「三君」、「八俊」、「八顧」等稱號的出現，
30代表著士人「群體自覺」的興盛。31東漢中葉後士人結黨的風氣呈現了兩個事實〆一是

文士脫離執政君王的勢力，出現了私門式的文人集團。二是因為主荒政繆而來的處士橫議，

使得士人言論相對開放，批評的風氣更加旺盛。而批評的對象除了時政外，部分的批評也

藉由當時流行的人倫識鑒方式切入，轉化為更加激烈的人物批評。此外，私門之風興盛，

造成士人集團內相互標榜，而集團間卻彼此黨同伐異。32標榜伐異之風雖在曹操主政時以

政治力壓制下來，但曹操死後又死灰復燃，王夫之便言〆「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為亂政，

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群、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

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琰、玠殺，孟德歿，持之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

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為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壅已決之水於頇臾，

                                                        
28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認為〆「大抵東漢中葉以來士大夫之交遊結黨已頗風行，……

俗士交遊結黨之風至少在桓帝以前即已甚為普遍。」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

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頁 211。 
29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7卷，〈黨錮列傳第五十七〉，頁 2185。 
30 《後漢書‧黨錮列傳》載〆「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

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

祐、魏朗、趙典、朱孙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

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

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

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劉宋‧范曄〆《後漢書》，頁 2187。 
31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惟自覺云者，區別人己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

自覺之意識亦愈強。東漢中葉以前，士大夫之成長過程較為和平，故與其他社會階層之殊異，至少

就其主觀自覺言，雖存在而尚不甚顯著。中葉以後，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於激烈爭鬥

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遂亦隨之而日趨明確。」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06。 
32  關於此點，可參考湯用彤之語〆「溯自漢代取士大別為地方察舉，公府徵辟，人物品鑒遂極為重要。

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渠。朝庭以名為治（顧亭林語），士風亦竟以名行相高。聲名出於鄉里臧

否，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々講目成名（《人物志》語），具有

定格々乃成為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潔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風氣，

獎勵名節。一方清議勢盛，因特重交遊，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踧而協從（崔實語），黨人之禍由

是而貣。歷時既久，流弊遂生。展轉提攜，互相揄揚。厲行者不必知名，詐偽者得播令譽。」見湯

用彤〆《魏晉玄學論稿‧讀人物志》，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三種）》，頁

9。而余英時更從「私諡」一事，認為當時士大夫群體自覺已進而發展為士大夫集團自身之內在分化。

見余英時〆〈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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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33可見文人之間的批評風氣，自始至終都沒有

斷過。 

曹操主政時頒佈的三次「求才令」34，一向被視為是「唯才是舉」的重要標誌。事實

上，從士人開始出現「個體自覺」35的風氣後，為了凸顯己身與他人之不同，「以才地自

矜」是常見的現象，這種風氣並非到了曹操才開始，曹操的「求才令」只是堂而皇之地脫

去道德的外衣，而以政府的身份為這種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6
 

鍾嶸《詵品》言〆「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37其實

曹氏父子對待文士的態度及其動機很不一樣，曹操與文士的關係比較疏離，他們彼此間是

建立在一種功利型的利用上，曹操用人唯才，而文士恃操而顯，然而都有著傳統君臣間的

顧忌與猜疑，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尌是孔融。孔融於時名氣雖大，然未有實才，《後漢書》

謂其「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且與曹操施政理念每每不合，「既

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曹操非不明此，但「疑其所論建漸

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38此外又如劉楨於

曹丕座席間平視甄氏，曹操聽聞此事本欲收楨賜死，後又因愛其才而赦其刑一事，39都說

明了曹操與文士間其實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曹丕對待文人的態度則相對親善，學界常謂

建安文學的最大特點是「通侻」40，此語來自《三國志〄王粲傳》〆「乃之荊州依劉表。表

                                                        
33  清‧王夫之〆《讀通鑑論》（新北〆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第 10卷，第 16條，頁 317-318。 
34  曹操曾於建安 15年、19年、22 年頒佈三次「求才令」，此處不一一贅述，詳見西晉‧陳壽〆《三國

志》，第 1卷，《魏書一‧武帝紀第一》。 
35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

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見余英時〆《中國知

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31-232。 
36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魏晉南北朝之士常以才地自矜，而一般社會風氣亦好

以此衡論人物。今考此種觀念亦早萌芽於東漢之世。」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頁 229。 
37  呂申德〆《鍾嶸詩品校釋》（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詩品‧序〉，頁 37。 
38  以上詳見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70卷，〈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頁 2272。 
39  《世說新語‧言語》第 10則劉孝標注〆「《典略》曰〆『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 16年，世子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

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〆『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

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〆『石何如〇』楨因得喻己自

理，跪而對曰〆『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

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見余嘉錫〆《世說

新語箋疏》（臺北〆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頁 70。 
40  如劉師培言〆「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見劉

師培〆《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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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注「通侻」為「簡易」，過於抽象。41業師唐翼明

先生曾著〈「通侻」——建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學革新〉一文專論此詞，認為漢末通侻

之士有不講究威重、不拘孚禮儀，以及「尚情」的特點。42曹操行事於前兩點頗為顯明，

而曹丕於「尚情」則較之其父更過之。如《世說新語〄傷逝》第一則載〆「王仲宣好驢鳴，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〆『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43以帝王之尊率眾臣俱作驢鳴，已符合「通侻」不講威重不拘禮儀的特點，因王粲好此道

而作驢鳴送之，更凸顯曹丕「尚情」的人格特質。此外，如兩封〈與吳質書〉，更表現了

曹丕與文士間不只是君臣關係，更有著深厚的情誼〆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弈，高

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

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貣，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

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〇 

 

建安 23 年，諸文士因疫疾而逝，曹丕更不掩其哀傷〆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

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頇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

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44
 

 

通侻中的「尚情」特點，在行為模式上，曹丕是顯於曹操的。曹丕以天子之姿，仍能

與鄴下諸人交誼至此，即便是因籠絡人心的表面功夫（筆者並不如此認為），也比曹植更

                                                                                                                                                           

又如魯迅言〆「歸納貣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〆『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見魯迅〆〈魏

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三種）》，頁 5。 
41  以上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及裴松之注，頁

598。 
42  唐翼明〆《魏晉文學與玄學》（武漢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 6。 
43  余嘉錫〆《世說新語箋疏》，頁 636。 
44  以上兩則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松之注，

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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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拉近與文士的距離。曹植雖也有與其交密的文士，但比起曹丕，曹植所擺的姿態較高，

這或許是早先曹植較為得曹操寵愛，且因才氣甚高，以致個性較為驕縱所致。45
 

以上耙梳了鄴下文人集團的性質以及與曹丕的關係。文學才華在文人集團中開始彰顯，

且能因此得到重視。君王以此建立自己的文化名聲，士人也能藉此提高地位。而士人結黨

所造成以才地自矜的現象，必然存在於廣集鄴下的文士間。鄴下文人的聚集基本上是政治

性而非文學性的，曹操召集天下文人實有強烈的功利目的。46因此而聚集的諸多建安文人

甚至是因〈論文〉而得享盛名的建安七子間並沒有共同的文學理念或一致的批評觀點也是

可以想見的。加上曹丕對待諸文士的姿態較為軟性，而旗下文士之間的相處顯然也走「通

侻」的路線。在不重禮儀逕自感性的氛圍下，「文人相輕」是完全料想得到的現象，甚至

可能十分嚴重，那麼曹丕以此為首要命題，也尌並不意外了。47
 

三、對「文人相輕」問題的解決之道 

不論是文藝喜好或是政治目的，曹丕明顯都需要文士的協助。然而才華甚高的鄴下諸

子因自矜才地而往往難以駕馭，甚至可能因彼此輕視而離心離德，是曹丕要防患於未然的。

曹丕欲藉其地位及權力，詴圖導正旗下文人風氣歸於一致，以利諸人為其效力，這是《典

論》的最大目的。他在《典論〄自敘》便言〆「夫事不可自謂己長」48，在《太平御覽》

中於裴注所引文字後另有以下文字〆 

 

                                                        
45  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提到當時文士〆「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

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頗有自高之意。而與楊脩「後以驕縱見疏，而

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其後楊脩被殺，「脩臨死，謂故人曰〆『我固自以死之晚也。』

其意以為坐曹植也。」顯然對曹植語多埋怨。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 卷，《魏書十九‧任

城陳蕭王傳第十九》，頁 559-560。 
46  如王欣言〆「曹操對「文士」的廣泛收羅，至少可以達到四種目的〆以文章說服力贏得社會廣泛支持々

以文章感染力鼓舞士氣，增強凝聚力々以詩文抒發感情，增進友誼，豐富業餘生活々以詩文寫作、

鑒賞教育子女，增強子女的文化資本。」見王欣〆《文學盛衰的權力因素——中國中古文學場域研究》

（蘇州〆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87。 
47  其實曹植亦注意到類似的現象，在〈與楊德祖書〉提到〆「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

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卷，

《魏書十九‧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頁 558-559。 
4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注，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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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

後之良史。49 

 

所謂「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顯然尌是希望文士能改變自矜

的習性，以謙虛包容之心對待他人。此可謂曹丕著《典論》的重要目的之一，〈論文〉的

動機或許也與此大前提有關。只是，問題既已提出，曹丕又要如何解決這棘手的問題呢〇 

曹丕選擇從當時鄴下著名的文人，即後因〈論文〉而並稱「建安七子」的七人入手加

以品評。50王瑤在〈文論的發展〉中曾說〆「中國文論從開始起，即和人物識鑒保持著極

密切的關係々而文學原理等反是由論作者引導出來的。」51人物識鑒源自於漢代的取士方

式，即徵辟和察舉，由於此種方式為士人儕身翰林的重要途徑，人物的批評便顯得極為重

要。而一些善於品評人物的「專家」，如郭泰、許劭、許靖等人，皆名重一時。如《後漢

書》載〆「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初，太（泰）始至南州，過

袁奉高，不宿而去々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〆『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

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

以是名聞天下。」52「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53以品評人物而為當世所重，這明白顯示了當時士人對人物識鑒的重

視程度。曹丕身處漢末魏初的交替時期，受到人物識鑒的風氣影響，也是理所當然的，他

自己尌有關於人物品評方面的專著，而在寫作〈論文〉時將這種影響導入其中，導致論人

多於論文的現象，也是不難理解的。54 

                                                        
49  北宋‧李昉〆《太平御覽》（臺北〆新興書局，1959 年），第 93 卷，〈皇王部十八‧文皇帝〉，頁 551

上。 
50  關於孔融並非與其他六人同時，且融早先與曹操不合，甚至因而被殺，但曹丕仍將其列入〈論文〉

討論一事，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政治動機。如孫明君認為〆「曹丕在『今之文人』的名單中列出孔融，

顯然是曹氏政權的一種策略，以便替曹氏集團收買人心，減輕輿論的壓力。」見孫明君〆《三曹與中

國詩史》，頁 146。筆者認為曹丕或許有此動機，但主要仍是他十分欣賞孔融的文學成就，劉宋‧范

曄〆《後漢書》便載〆「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〆『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

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見劉宋‧范曄〆

《後漢書》，第 70卷，〈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頁 2279。 
51  王瑤〆〈文論的發展〉，《中古文學史論》（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64。 
52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8卷，〈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李注引《謝承書》語，頁 2227。 
53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8卷，〈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頁 2235。 
54  王運熙等人便言〆「曹丕評論作家深受一般的人物品評風氣影響，是不奇怪的。他本人就寫過《士品》

一書。（《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類著錄，作『士操』」，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當作『士品』」）

其書已佚，但隋志既列於名家，且與劉劭《人物志》等有關品評人物的書並列，可知也是一部關於

人物品評的專書。由此更可表明，曹丕對於當時人物才性品藻的理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評論作

家時自然表現出此種理論的影響。」見王運熙等著〆《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〆上海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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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曹丕在〈論文〉中批評的方式和用語也受到人物識鑒的影響。我們從前引

《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即可看到一些意義模糊的用語如「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廚」等這些具特殊意涵的詞彙，55若非范曄在撰寫時作了補充說明，只怕後人將

無從得知其意義。這種方式其實是郭泰、許劭等人帶動的，其後蔚為風氣。56同樣的情形

移轉至〈論文〉，曹丕在評論各家行文風格時所用定義不清的詞彙，應該也有很大的程度

受到這種影響。如「徐幹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

過人者」，其中的「齊氣」、「和」、「壯」、「密」、「體氣高妙」等語，至今仍眾說紛紜，莫

衷一是。57王金凌言〆「在人倫識鑒中，尌豐富的典籍和生活經驗醞釀出條理而言，運用

了歸納法，尌判斷人物而言，合用了類比和直覺法。」58曹丕對各家的論斷，並未以縝密

的分析為依據，而是以類似王氏所言用了類比和直覺判斷，以簡單而抽象的短語定奪該人，

事實上是一種訴諸主觀的判斷。 

人倫識鑒引伸出的才性討論，使人們開始重視「才」與個人特質的關係，余英時便言〆

「漢末鑒識家之祇論才性，不問命運，不僅在思想上為一大進步，同時在促進個人意識之

發展方面亦極具作用。」59而曹操的求才三令，其中對「才」的重視，更被陳寅恪視為摧

破漢代士人傳統儒家思想的精神堡壘，而為政治社會道德思想的大變革。60在這樣的思潮

下，曹丕於〈論文〉中便以「才」為核心，通過對七子的識鑒，藉由通才偏才的論點，提

出文體與文氣的說法，進而解決「文人相輕」之病。 

曹丕的《士品》已佚，現存可呈現漢末魏初人物識鑒理論的文獻，當為劉劭《人物志》，

                                                                                                                                                           

版社，1996 年），頁 37-38。而郭紹虞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〆「大抵漢季臧否人物的風氣很盛，所

以頗多清議式的諺語，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々而汝南月旦，尤為一時美談。

故劉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鍾會得本之以論才性同異，而在於丕植則不過應用此觀念以論文

學而已。」見郭紹虞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頁 79。 
55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7卷，〈黨錮列傳第五十七〉，頁 2187。 
56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言〆「人物評論之成為專門之學，實由郭林宗奠其基，而抽

象原理之探求，就創始之意義言，抑或由郭林宗倡其風，至少郭林宗與許子將於其評論人物之時已

運用比較抽象之概念，非純粹作具體之褒貶，則可以斷言。」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

篇）》，頁 242。 
57  如「齊氣」一詞，李善注便謂〆「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見清‧胡克家重刊本《文選》

李善注本第 52卷，〈論二〉，頁 2270。而王夢鷗於〈試論曹丕怎樣發見文氣〉中謂〆「按於古者，「齊」

「齋」二字通用，其涵義只是『端莊嚴肅』。」見王夢鷗〆《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〆正中書局，1991

年），頁 75。 
58  王金凌〆《中國文學理論史（六朝篇）》（臺北〆華正書局，1988年），頁 36。 
59  余英時〆〈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40。 
60  陳寅恪〆〈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〆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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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為「取漢代識鑒之事，論其理則也」。61以劉劭與曹丕關係之密切和受其重用，劉又

為九品中正制建立時期朝中的重要人物，兩人的人物識鑒理論應是類近的。62〈論文〉言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此即曹丕文首所

揭示的「文人相輕」之因。《人物志〄接識》亦云〆「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眾寡，皆自以

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〇是故能識同

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63 

劉劭認為人有中庸偏材之分，〈九徵〉言〆 

 

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

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々偏材，小雅之質也。64 

 

劉劭此處所言之材雖著眼於德行，然已有引伸至人格特質之傾向。陳喬楚認為，劉劭

所謂的「德」，在以曹操為首的政治氛圍中，絕非儒家所謂的「道德」，而應是指「良好的

質性」65。其後於〈八觀〉中更詳言偏材之短長〆 

 

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〇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

和之失也愞，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

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

徵也。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愞也者，和之徵也。介者

不拘，無以孚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

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為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66 

 

所謂偏材之人「有長者，必以短為徵」，便是認為人格特質有特出之處者，其短遜處

必伴隨呈現。故直者必失之訐，剛者必失之厲，和者必失之懦，介者必失之拘。偏材之人

                                                        
61  湯用彤〆《魏晉玄學論稿‧讀人物志》，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頁 12。 
62  《三國志》載〆「（劉劭）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列傳第二十一》，頁 618。又唐長孺考證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是在曹

丕未篡漢的咸康元年（西元 220 年），詳見其〈九品中正制度試釋〉一文，收錄於唐長孺〆《魏晉南

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石家庄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95。 
63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成都〆巴蜀書社，2001 年），頁 134。 
64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34。 
65  詳見陳喬楚〆《人物志今註今譯》（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 36-39。 
66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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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得必有所失，此為一體兩面，難以避免。然而偏材之人容易因個人利害關係的考量

而流於黨同伐異，〈七繆〉言〆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々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

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々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

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焉々夫譽

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

序而不尚。67 

 

此類黨同伐異與文人相輕顯然有內在的關聯，曹丕絕對要避免的，當是鄴下文士因利

害關係相輕以致結黨，這當然有礙於他的統御，所以必頇首要解決此問題。 

劉劭所言畢竟針對人倫識鑒，曹丕則將「材」的探討運用至〈論文〉中，由重德行人

格的「材」轉向了重才華風格的「才」。而評論七子時，便緊扣「偏才」的論點，於是王

粲與徐幹有數篇辭賦傑作，「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善於章表書記，言下之意

其他文體並非其長。「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雖「體氣高妙」、「及其所善，

揚、班儔也」，但「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這些評述均與劉劭的偏材之說

遙相呼應。事實上著名書法家於時任大鴻臚卿的韋誕亦有類似的說法〆 

 

仲將云〆「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

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68 

 

可見以人倫識鑒偏材之說論作者之才者，曹丕並非獨創，而是當時普遍的風氣。 

由識鑒七子之文各有其所長所短，曹丕乃提出「文本同而末異」之說。由於曹丕並未

明言所謂的本、末究竟為何，後人多由本質與分用關係釋之。如余英時認為「本」乃指文

學的最高原理，「末」則是對個別文體的理論化。69而王金凌則由本末體用的玄學觀點視

之，認為「本」是超越之美，「末」即各種文體的範疇之美，二者是體用關係、無有關係。

                                                        
67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213-214。 
6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松之注，頁 604。 
69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魏文既主本同之說，又謂『文以氣為主』，則顯是承

認文學具有最高之原理。至其四科分論，曰雅、曰理、曰實、曰麗，則又是對每一文體予以理論化，

而抉出其本質也。」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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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我們看曹丕行文的脈絡，他先提示了本同末異的說法，然後分列八種文體歸為四科論之，

並於四科各以一字論其關隘處，即「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詵賦欲麗」。四科

關隘各自不同，此即所謂「末異」。前論七子為文各有擅場亦各有偏廢，此處則言「此四

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故曹丕眼中之七子皆為「偏才」。最後則提「惟通才能備其體」，

此通才類近劉劭論人時兼德而至的「中庸」之目，曹丕用於創作則謂兼備其體為「通才」，

具通才之質所作之文才能融合各體之關隘，即達於「本同」。不過，他並未述及當時文士

何人為通才，也並未舉歷來文人何人為通才（包含他父親與他自己），似乎將「通才」視

為無人能及的理想境界，成為文人共同追求的「本」。 

既然曹丕強調「偏才」說，「偏才」的內在因素便需說明，此即文中所言之「氣」。在

曹丕之前，「氣」的內涵歷經多次轉變。先秦各家中，對於「氣」的範疇並未有一明確的

定義。孔子雖在言談中有「氣」字的出現，然皆與其他詞彙連用，如「血氣」、「食氣」……

等，沒有屬於自己獨立的地位。71老子則將「氣」獨立了出來，給予一個較為明確的範疇。

《老子》言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四十二章）72在這裡的「氣」，很大的成分具有物質性的說法，是一種孙宙渾沌未分的

物質。另一種看法則是〆「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〇專氣致柔，能嬰兒乎〇」（十章）73這

裡老子將「氣」視為人身體中的物質，有血氣，力氣的意涵，然而依然是將「氣」視為物

質性的事物。荀子同樣將「氣」視為自然界的物質。他說〆「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74可見得「氣」

在荀子眼中是俱生於萬物，不獨人類才有。而在修身方法上，荀子提出「治氣養心」之說〆

「治氣養心之術〆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75將「氣」與「心」分開論述，便有著把

物質和精神兩者劃分開來的意味，而荀子所要治的「氣」，顯然屬於前者的範疇。 

真正把「氣」導入內在精神範疇的，應該是早於荀子的孟子。《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記載了孟子對「氣」的說法，現節錄於下〆 

 

                                                        
70  王金凌謂〆「以今人的觀念說，各種文體的美是範疇之美，文體之本則是超越之美，超越之美是範疇

之美的形式依據，本是末的形式依據，二者有體用關係、無有關係。」見王金凌〆《中國文學理論史

（六朝篇）》，頁 111。 
71  這些語彙散見《論語》各篇章中。 
72  魏‧王弼〆《老子道德經注》，收錄於樓孙烈〆《王弼集校釋》（臺北〆華正書局，1998年），頁 117。 
73  魏‧王弼〆《老子道德經注》，頁 23。 
74  清‧王先謙集解〆《荀子集解》（臺北〆世界書局，1971年），第 5卷，〈王制篇第九〉，頁 104。 
75  清‧王先謙集解〆《荀子集解》，第 1卷，〈修身篇第二〉，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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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志，氣之帥也々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〆「持其志無暴其氣。」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76
 

 

孟子的說法顯然是從「性善說」出發而來。他雖然也將「氣」視為「體之充也」，是

構成身體的充要物質，而且也將之與「志」分而述之，但孟子將「氣」視為「志」的轄下，

也尌導入了內心的作用中，「志」與「氣」是互相影響的。而「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是「配義與道」的，這明顯把「氣」帶到了精神的範疇，而訴諸於道德層面的境地了。這

對日後與才性之說的結合，應有不小的影響。 

莊子對「氣」的說法也值得注意。在〈人間世〉論及「心齋」時言道〆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77 

 

從「氣」是「虛而待物者也」一語看來，莊子的「氣」在某些時候的意義是表述一種

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屬於精神修養方面的。徐復觀對於莊子在此處所言的「氣」便認為「實

際只是心的某種狀態的比擬之詞，與老子所說的純生理之氣不同」78，指的便是這種精神

狀態。這裡的「氣」雖和孟子的「氣」分屬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修養狀態，但與老子和荀

子比較起來，一為內心精神，一為外在物質，孟、莊的說法顯然更和日後曹丕「文氣說」

更有著同質性的聯繫。 

漢代對於「氣」的看法，其實不脫先秦諸子的說法，只是因為醫學、黃老、讖緯之學

的興盛，更加深了「氣」和人的關係。如《黃帝內經》提到〆「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

地合氣，命之曰人。」79《淮南子〄精神訓》道〆「煩氣為蟲，精氣為人。」80以及自董仲

舒以降讖緯神學所倡言的「元氣一元」論，都有類似的看法，即「氣」為構成人的要件，

不管是物質或是精神上。而這種現象到了王充有了較大的進步，王充雖也言及「形頇氣而

                                                        
76  南宋‧朱熹集註〆《四書集註》（臺北〆文化圖書公司，1988年），《孟子》，第 2卷，頁 225-227。 
77  清‧郭慶藩〆《莊子集釋》（臺北〆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第 2卷中，頁 147。 
78  徐復觀〆《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 382。 
79  張志聰〆《黃帝內經集注》（杭州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素問‧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頁 194。 
80  張雙棣〆《淮南子校釋》（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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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氣頇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〇」，「陰陽之氣，凝而為人，

年終壽盡，死還為氣」81，但他更清楚地把「氣」歸入了人的知能範疇〆 

 

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

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孚。骨肉精神，合

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82 

 

曹丕在論「氣」時可能是受到了王充的影響，他所說的「文以氣為主」，這裡的「氣」

若先不探求其具體意涵，其所指為作家創作時的相關知能應殆無可疑。其後又謂「不可力

彊而致」，正是說明了每個人所具備的知能是不一致的。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氣」的

觀念上，曹丕和王充的相通處。 

結合王充的「知能」意涵，加上前述劉劭《人物志》對「材」的說法，曹丕所謂的「文

以氣為主」，在某種程度應可視為創作與作者才能的結合。當然，才能是外顯的，在人物

品評時，才能常被視為表現人物的風格、氣質、個性的主要條件，所以曹丕將之運用於文

學批評上，「文氣」尌不僅是作者的創作才能，而往往是混雜了作者個人的氣質個性。83如

此看來，曹丕為何會說出「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以及「雖在父兄，不能以移

子弟」這種類似否定後天修養的文學天才論調也尌可以理解了。劉劭在《人物志》亦有相

同的觀點，〈體別〉言「夫學，所以成材也々恕，所以推情也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

                                                        
81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石家庄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20卷，〈論死篇〉，頁 667-668。 
82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2卷，〈訂鬼篇〉，頁 718。 
83  關於此點已有公論，以下略舉數端。如李澤厚等人說〆「曹丕所說的『氣』，仔細分析貣來，具有多

層次、多側面的涵義。總貣來說，它是文學家天賦的氣質、個性、才能和文學家所要表現的情感的

統一，這四者在文學家的創作過程中是合為一體的。」見李澤厚等著〆《中國美學史（第二卷——魏

晉南北朝美學思想）》（新北〆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52-53。王夢鷗〈試論曹丕怎樣發見文氣〉

說〆「文章的氣，依他看來就是呈現於文辭間的作家個性。……個性中包括有才質與性向以及受教育

的程度與生活習慣的影響。」見王夢鷗〆《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78。羅宗強說〆「作家的氣，主要

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後，處於變動不居中之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之傾向。」

見羅宗強〆《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頁 31。袁濟喜說〆「曹丕『文氣說』的『氣』的確切含義是

指作家獨特的氣質個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內，它體現在作品中，就是指作品的風格特點。」見袁

濟喜〆《六朝美學》（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5。李建中說〆「曹丕所言之氣，實際上

就是心理學上具有先天性與穩定性的氣質、個性，它們是構成個體人格的心理要素，而非漢代儒家

念茲在茲的道德倫理要素。」見李建中〆《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漢口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頁 42。廖蔚卿則說〆「曹丕所謂氣，實指兩方面，『清濁有體』的氣，是作品的外現 『々引氣不齊』

的氣，是作者的天賦情性資質。……可知氣的涵義，就作者而言，即是個人的情性才質的活動現象々

就作品而言，即是情意文辭的活動現象。」見廖蔚卿〆《六朝文論〄六朝文論研究》（臺北〆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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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々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々故學不

道，恕不周物々此偏材之益失也」84，曹丕的說法與之是不謀而合的。 

於是我們看到了曹丕在〈論文〉中對「文人相輕」問題的解決策略，很明顯地運用了

當時人物識鑒的理論。他雖言「通才能備其體」，但實際上是無人能達到的境界，於是重

點又轉回以「偏材」之論言「能之者偏也」。又以偏材之人常因現實利害黨同伐異，而造

成文人相輕的普遍情況，為文人相輕這自古以降的文壇現象尋找心理根源。其文氣說以及

類近天賦說的否定後天修養論，似乎是要文人認為創作本尌無法兼備各體，各人均有所長

短，誰也無法被傳授，也尌無法被取代，在這樣的前提下，「文人相輕」便顯得無意義而

沒有必要。本來，這種純理論的推演對於解決「文人相輕」的風氣有實踐上的困難，但曹

丕以太子之姿倡議，已有政治力量的強勢，而理論的演繹又不致使文士產生被威迫感而讓

改善風氣流於表面形式。故曹丕意圖以此消解可能存在於鄴下文人間的齟齬，藉此建立穩

固的共主（不只是政治，也是文壇）地位的目的，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在此前提之下，曹丕夾於後天修養論與文氣說之間論及各文體的特色，似乎便顯得有

其目的性，而非以此單純地視為「文學自覺」的表現。85徐公持言曹丕論文體差異，「並

非獨立論題，而是作為文人相輕原因之一來談，是文人相輕大論題中的一個論證環節」86，

其說法確有合理之處。但曹丕歸納八類文體為四科，並以「雅」、「理」、「實」、「麗」四字

標舉四科的創作要求，即使不能武斷地說即是「文學自覺」，但有意識的建立各文體的創

作標準是不可否認的。87可以說，曹丕在解決「文人相輕」現實問題的同時，在論述中有

意或無意表現了對文學創作的藝術追求，而這種追求許非首創，卻也應視為對文學創作要

求的提升，對於文學藝術層面的重視。 

四、「文章」的經國與不朽 

〈論文〉的另一課題，便是曹丕是否大幅提升了文學的地位〇其中自然是「蓋文章經

                                                        
84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卷上，頁 61。 
85  蔡英俊對於曹丕論文體，有相當高的評價，曾謂〆「『詩賦欲麗』這項觀念的提出，象徵著文學創作

的自覺。」見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32。 
86  徐公持〆《魏晉文學史》，頁 65。 
87  故筆者並不同意孫明君的說法。孫氏言〆「奏議之『雅』，書論之『理』，銘誄之『實』，詩賦之『麗』

僅是曹丕對文壇盛行文體之特徵的概括，而不是對文體特徵的規範和要求。」見孫明君〆〈「典論‧

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頁 153。事實上從〈論文〉文句的推敲，曹丕在四字之前分別用

「宜」、「尚」、「欲」等字眼，其實已經帶有評價與標準意味，而不應僅僅是概括特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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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兩句。然而，正因為曹丕在兩句後的闡述是著眼於「不朽」上，

對為何是「經國之大業」並未明說。且其「不朽」似乎在於傳世聲名，即所謂的千載之「功」。

如此的說法是否便可簡單地認定為提升了文學地位〇 

對於這樣的疑惑，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入手〆一、曹丕所謂的「文章」，意指為何〇

二、曹丕是否有意識地將「文章」視為不朽之務，此不朽是否脫離了儒家的道德觀而走向

藝術的境地〇 

首先，值得玩味的，曹丕於〈論文〉前大半皆以「文」稱之，直至論及經國大業不朽

盛事時，忽以「文章」一詞論之。「文章」一詞是否另有他意而非指今日文學之意，是應

釐清的問題。根據《說文解字》，文〆「錯畫也，象交文。」88原為象交錯之青赤花紋，引

伸有紋彩、符號意，前者有美化義，後者更成為日後文字義之源由。而「章」字，《說文》

云〆「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89可見「章」字有一完整結構之意。劉

師培言〆「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為文，以華靡為文，而禮樂法制，威儀文辭，亦莫不稱

為文章，推之以典籍為文，以文字為文，以言辭為文。其以文為文章之文者，（即後世文

苑、文人之文也。）則始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為『飾』，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

之謂也。故道之發現於外者為文，事之條理秩然者為文，而言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

為文。」90可見「文」或「文章」，在三代時的意義是寬泛的，其中包含有後世「文學」

之意，但屬後起，且比例並不算高。茲略舉數端如下〆 

 

子貢曰〆「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

語〄公冶長》）91
 

子曰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92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禮記〄大傳》）93 

                                                        
88  清‧段玉裁〆《說文解字注》（新北〆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第 9篇上，〈文部〉，頁 425

上。 
89  清‧段玉裁〆《說文解字注》，第 3篇上，〈音部〉，頁 102下。 
90  劉師培〆《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論文雜記》，頁 235。 
9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〆《論語正義》，收錄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〆大化書局，1977

年），第 5卷，頁 5371 下。 
9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〆《論語正義》，第 8卷，頁 5400下。 
93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〆《禮記正義》，收錄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〆大化書局，

1977年），第 43卷，頁 326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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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々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々簠簋俎豆、

制度文章，禮之器也々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禮記〄樂記》）

94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看見先秦所言「文章」，主要乃指典章論述方面，〈樂記〉更可看

出「文」與「文章」在先秦時意涵的差異，證實了劉師培的說法。這樣的看法自然影響後

來的觀念，漢代對「文章」一詞似乎更加重了「著述」的成分，漢武帝時公孫弘上書內容

便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95的說法。其間雖也

有將文學作品以文章稱之的，如班固在〈兩都賦序〉便稱賦為文章。96但亦有將「文學」

視為著述的，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記載漢荊州牧劉君曾謂〆「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

大教之本也。」97可見兩漢時「文章」一詞的定義仍是寬泛的，但偏重成系統的論著，即

使偶用「文學」一詞，也不盡然便是今日文學之意涵。惟當時對文人作文章的期許仍看重

著書論述，如王充〆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

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〇發胸中之思，論

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98
 

 

王充雖已跳脫尊儒的窠臼，將五經六藝與諸子傳書之文置於造論著說之下，但他的造

論著說，顯然並非今日文學的概念，而是更偏向哲理思想的成分。劉劭在《人物志〄流業》

中更明言「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99，曹丕與之同時，又深受其影

響，對於「文章」的理解應並無二致。史載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100，便可看出曹丕的「文章」，

                                                        
94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〆《禮記正義》，第 37卷，頁 3315上。 
95  日‧瀧川龜太郎〆《史記會注考證》，第 121卷，〈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序〉，頁 1287。 
96  〈兩都賦序〉言〆「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見梁‧蕭統〆《文選》，

第 1卷，〈京都上〉，頁 3。 
97  唐‧歐陽詢編著〆《藝文類聚》，第 38卷，〈禮部上‧學校〉，頁 693。 
98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0卷，〈佚文篇〉，頁 658。 
99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卷上，頁 65。 
100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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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尌是著述。其實非僅曹丕如此，作為建安文學之首的曹植，即使其文學成尌冠於當世，

竟說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以及「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101，衡

之以當時觀點，也尌不讓人意外了。故曹丕於〈論文〉中話鋒一轉，以「文章」論經國與

不朽，其實是有特別意指的。 

在大致知道曹丕對「文章」的理解後，便可進一步探討他認為「文章」之所以能不朽

的緣由。早在王充的另一段文字，即可嗅到曹丕〈論文〉中「不朽」的意味〆 

 

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

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〇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

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

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102 

 

〈論文〉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

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之言，似脫胎自此。可見以著書論述為不朽的觀念，非自曹丕始，

王充時已有類似的說法。 

曹丕認為文章使作者不朽，「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而在他與王朗的信中，亦提及「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

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103似乎與儒家傳統三不朽之「立言」相符。而曹丕在

〈論文〉末言〆「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除表現出曹丕對著述的重視外，在

〈論文〉最後感嘆文人忽與萬物遷化而遺千載之功時，曹丕認為在七子中惟徐幹著《中論》，

能成一家之言流傳後世，近於其所謂「不朽」。這並非一時興起的讚譽，在建安 23 年〈又

與吳質書〉中，曹丕更讚許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

後。」104。《中論》是部不折不扣將文學作品摒除的思想論著，連徐幹自己都在〈序〉中

言明此著乃「廢詵、賦、頌、銘、選之文」105而作，其內容大致講述儒家治國之道，這也

                                                        
101  以上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卷，《魏書十九‧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裴松之注，頁 559。 
102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8卷，〈書解篇〉，頁 891。 
103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注，頁 88。 
104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頁 602。 
105  徐幹言〆「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

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選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

 



國文學報第六十六期 

 

- 22 - 

的確符合曹丕所言「經國之大業」。本文緒言中提及孫明君認為〈論文〉其實是讓文學重

回政治附庸與經學束縛的老路，從上述文獻看來似乎有合理之處。但細究全文，曹丕僅以

七子為例，七子中又僅有徐幹完成論著，而其《中論》乃講述儒家治國之道，我們是否即

可據此認定曹丕未打破儒家傳統，而只是加深了文學為政治附庸的關係〇實有不無可議之

處。 

筆者認為這樣的判定過於武斷。誠然，曹丕所言經國不朽之事，乃針對「文章」而言，

而其不朽的確也與儒家立言之說契合。但曹丕在〈論文〉中未見有任何說法詴圖將「文章」

內容定於儒家一尊，所謂的「經國大業」，指的也是文章而非文學，並不能以此認為曹丕

有亦將文學視為政治附庸。且在提及經國不朽前，大篇幅述及七子創作之短長，其中更對

於王粲與徐幹的著名辭賦大加讚賞，可見曹丕雖重著述，對後世所言「文學」創作成尌並

不因此蔑視。而將文分為四科八類，雖有人認為其排列順序「代表一種功利的文學觀」106，

但能夠分門別類將該文類的特色概括性標舉出來，正如蔡英俊所言〆「能夠省察到語言藝

術所具的雙層結構，而賦予它們各有理想的風格。」107尌這點來看，曹丕對文學創作的重

視即便不如著述的文章，做為著述基礎的「文」（廣義的文學作品，包含藝術性的詵賦與

實用性的奏議書論銘誄），對其藝術標準仍有所要求，這尌不能單純地視為政治附庸了，

反而可看出曹丕對「文」的創作自覺。 

而曹丕所強調的「不朽」，其實是有感而發。蔡英俊一語道破〆「他之所以反省到這項

既有的觀念，是有他的現實背景〆那尌是他個人感悟到生死問題的悲劇性。」108東漢末年

戰亂頻仍，疫癘不斷，曹丕本人尌有許多反應現實感悟無常的作品，而〈論文〉所提七子，

除孔融早死於曹操之手，阮瑀卒於建安 17 年外，餘者除徐幹皆死於建安 22 年的大疫中，

徐幹亦卒於次年。曹丕顯然在 22 至 23 年之際面對五子的驟逝內心受到相當的衝擊，所以

才會在 23 年〈又與吳質書〉中有十分傷感的說詞，並將眾人遺文結為一集。109在這種面

                                                                                                                                                           

篇，其所甄紀，邁君昔誌，蓋千百之一也。」見東漢‧徐幹〆《中論‧序》（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頁 3。 
106  日人興膳宏認為〆「由於在並列事物時，經常是以某價值標準，作為判斷排比先後的依據，所以，把

最具公共性質的奏、議等文體放在前面，把詩、賦等感性的文體放在最後，也反映了曹丕對『文章』

的價值判斷。誠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言，這代表著一種功利的文學觀。」見日‧

興膳宏著，蕭燕婉譯注〆《中國文學理論》（臺北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 60。 
107  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30。 
108  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42。 
109  〈又與吳質書〉言〆「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

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頇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

文，都為一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

松之注，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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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倏忽即逝的心理狀態下，曹丕的「不朽」，其實是帶有一種自我價值的存續的，所

以他才會發出「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的悲鳴。劉若愚對此論道〆 

 

實用概念並未與曹丕的其他文學理論，亦即表現理論，合而為一々這可從他認為透

過文學一個人能夠獲得不朽之名，這種觀念進一步得到證明。這種觀念，承自《左

傳》，可以說是文學的表現概念的擴展，因為它表示，文學不但是自我表現（

self-experession），而且是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on）。110
 

 

劉氏認為實用概念未與表現理論合一，也尌是認為曹丕將「經國」與「不朽」分而視

之。文章容有「經國」之實用價值，「不朽」也的確承《左傳》的儒家觀點而來，但曹丕

將著述（創作）視為作者自我生命價值的延續，當然可視為對創作個體獨立的自覺以及價

值的重視，即使如業師唐翼明先生所言〈論文〉所表現的是「文學已脫離經學而獨立，但

還沒有脫離作者（作者的價值，作者的不朽）而獨立」，111至少以可謂有意識地提升了作

者的地位，並標舉作品（即使著重的是著述）的永恆價值。如此的「不朽」，自然不僅僅

是儒家教條的重複，反而是強調了創作者對無限追求的心態。以此結合〈論文〉前述的「偏

才」與「文氣」說，曹丕的〈論文〉可說有後世「作者論」的傾向，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

地位，自不應被政治或教條等意識型態所湮沒。 

五、結論 

《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上一直都有重要的地位，也一向呈現兩極化的評 

價。事實上，過度的褒貶是會失真的。我們並不需要將一篇本尌帶著政治動機和個人意識

的文字賦予文學自覺開端的冠冕，也不必因為曹丕的意識型態與文學觀點便將此文價值全

部抹煞。正如緒論所提，〈論文〉距今近兩千年，我們當然不宜用現代的觀點去衡量，若

能更加重視當時的現實環境與思潮，以及考量曹丕本人的地位與處境，庹幾更能發掘〈論

文〉的時代意義，進而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如前所述，「文人相輕」是〈論文〉的首要論題。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方式，使得文

士齊聚鄴下，也因需展現長才方有重用之日，彼此的競爭使相輕的風氣加劇。曹丕為三曹

                                                        
110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〆《中國文學理論》（臺北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 260。 
111  唐翼明〆〈從建安到太康〉，《古典今論》（臺北〆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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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中與文士關係最為親近的，與之為善的鄴下文人亦較多，曹丕身為大位接班人，以此

建立其文化名聲是必然的途徑，但也同時需面對文士因競爭相輕而缺乏向心力的問題。身

為儲君的曹丕，為穩固其政治與文化地位，對文人相輕問題的重視和解決顯然是迫在眉睫

的，這便是寫作〈論文〉的動機。東漢末年人物識鑒風氣大盛，曹丕自身亦精於此道。除

將人物識鑒引入〈論文〉的批評用語與方式上外，「才性論」亦用於文人相輕問題的解決。

人有通才偏才之分，偏才佔絕大多數，以此論文人為文各有長短，而提出「文本同而末異」

的說法。又從先秦至兩漢對「氣」的觀點中提煉出「文氣說」，其文氣乃綜合了作者才能

與個人氣質。文氣說使曹丕有否定後天修養的天賦論調，進而意圖使文人自覺創作本各有

所長，消解文人相輕的問題。 

至於〈論文〉言文章乃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可謂最引人爭議。考諸漢末對於文章概念

實為寬泛，其中雖包含今日文學，但更大比例是偏重著書論述的。曹丕所謂的文章，其實

便是「著述」。他對於文章的不朽或有儒家傳統觀念，經國亦有實用功利的傾向，但前提

是著述而非今日所言文學。而其強調不朽更帶著一種作者生命價值的延續成分，對於文類

特色的歸納提出，以及文氣說彰顯的個人風格，都可以視為對文的創作自覺以及對作者的

個體自覺意識的萌芽。 

誠然，曹丕寫作〈論文〉的動機和內容有其複雜因素和現實考量，我們的確不需過份

抬高其地位，尌其隻字片語便謂其建立了里程碑或開創性。但也不必因為曹丕為文的政治

動機以及保孚觀念，便將其貶為附庸或工具。本文的態度，認為應回到〈論文〉當時的背

景，探究其出現的原因，尌其時代意義給予評價，或許更能接近事實，進而清楚認知《典

論〄論文》在中國文學中的真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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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Appendage?—— 

Exploring Era Significance of “Canon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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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o Pi’s “Canon on Politics and Culture〃Literary Criticism” was once labeled “literary 

conscious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some scholars in the later 

studies believed that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ppendage to politics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wo totally different appraisa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as and believes that Cao Pi’s motivation for writing 

this article aim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fact that scholars tended to scorn each other in Ye 

Xia, Henan Province, thereby establishing his own cultural reputation and consolidating his 

political status. Combining with the atmosphere of talent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the concept of “Qi” from the pre-Qin era,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nd content of endowment theory and coherence of writing referred to herei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general concept of the term “writing article”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grasp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Cao Pi indicated that articles were referr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hoping that through exploring the era significant, the hidden 

connotation of the “Canon on Politics and Culture〃Literary Criticism” is able to be 

re-comprehended, and further given objective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status. 

 

Keywords: Canon on Politics and Culture〃Literary Criticism, Cao Pi, Literary Works in 

Jian’an Period, Literary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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